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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研究可複製性危機的解方： 
回歸有心又有理的心理學

葉光輝＊

各種科研學術成果不僅是推動現代社會持續進展的核心，各國政府也總是

期望這些知識成果能帶動經濟與國力增長，並在實務與政策面發揮解決重大社

會問題的效用。然而，各種先進的科研知識往往因專業性高而與一般民眾充滿

距離；有則笑話曾如此反諷：「你知道為什麼每年諾貝爾和平獎與文學獎總是受

到最熱烈討論嗎？—因為其它獎項常讓人連一個字都看不懂」。不過，在越來

越多廣受討論的社會性科學議題 （如核電存廢、司法精神鑑定等） 影響下，大眾
已開始思考科學知識或技術本身的客觀性與權威性。而全球學界時有所聞的研

究造假或抄襲事件，也讓如黑箱般神秘的學術產出過程更引人好奇。近年頗受

關注的 「開放科學運動」 即期望透過一套嚴謹的研究執行與監督程序來回應大眾
對科研品質的質疑，其嘗試將研究執行程序、資料分析步驟與最終產出知識等

均透明化與公開化，讓學術同儕甚至一般大眾都能親自檢驗已正式發表的科研

學術成果，以期杜絕科學知識生產過程中可能衍生的弊端，並達成科學普及的

目標。

在這波開放科學運動中最著名的創舉，當屬由美國學者發起的非營利機構 

「開放科學中心」（Center for Open Science） 集結大量團隊所進行的一系列 「可複
製性專案」 —針對特定領域已發表的期刊論文進行有系統的檢驗，確認可在全

新樣本上得相同結果。心理學所以成為可複製性專案首選的研究領域，除了該

機構的主要發起人皆為心理學訓練背景，也與學科特性本身有關。它恰位於自

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交界而且次領域繁多，不同次領域在研究對象、主題

乃至知識論與方法論上均存在極大差異，如何衡量其科學定位或提出適用於各

次領域的發展方向原就極具挑戰性。以下將從心理學的知識特性，對其可複製

性危機與未來研究取向提出可行解方。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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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複製性爭議引出當代心理學發展兩極化的拉鋸

2015年 9月，開放科學中心團隊在 《科學》 雜誌發表論文指出：被其選中重
新複製實驗的 100篇心理學研究中，只有不到四成的研究確實得到與原本相同
的結果 （Open Science Collaboration, 2015）。此文隨後迅速衍生出有關心理學科
學地位之激烈論戰。例如哈佛大學的一團隊就認為可複製性專案在驗證過程中

存在不少技術性問題 （Gilbert, King, Pettigrew, & Wilson, 2016），除了研究樣本、
設計與原本研究有落差、未以隨機抽樣來選擇要複製的研究、未完整考慮各種

可能的誤差等原因，他們也特別補充：由於被選中的論文以社會及認知心理學

的經典實驗為主，排除了其它結果較穩定的次領域，才導致可複製程度被低

估，這隱約暗示了問題來自某些科學化程度較低的心理學次領域。

從上述論戰不難看出雙方都將 「無法被複製」 視為科學的致命傷，只是開放
科學中心團隊將複製失敗歸咎於原初研究的科學程序有問題，而哈佛團隊則將

相同結果歸咎於進行複製的新研究在設計上欠周延。不過，對本土心理學者而

言，研究結果無法被複製不僅該同時從原初與複製研究兩端共同思考，還須思

考對已成立結果進行重複驗證，往往是為了將結果概推到不同性質、不同文化

脈絡或不同時代樣本上，因而複製研究各種不符預期的結果，都是重新評估理

論外推適用性的重要線索。對強調在研究概念、工具方法、理論建構上都應該

將所研究對象與主題的歷史、社會、文化、經濟及生態脈絡因素納入考量的本

土心理學 （Yang, 2006） 而言，無法被複製的研究並非毫無用處、必須作廢甚或
刻意造假，只要能從中找出某些原本被忽視的文化及社會因素盲點，則既可對

理論進行修正或補充以提升其解釋力，也可擴充該理論在不同文化樣本上的適

用性，真正反映出有意義的文化或時代差異。

上述主流心理學與本土心理學對可複製性危機的解讀差異，提示了當代心

理學在自然與人文社會科學的交界間持續拉鋸、平衡下的兩條發展路線。以文

化心理學者 Shweder等人 （Shweder et al., 1988） 著名的 「一套心智結構、多樣心
態傾向」 觀點來看：主流心理學路線所沿襲的自然科學邏輯追求反映客觀事實、
現象之不變定 「理」，強調找出跨文化普遍存在的人類心智運作結構；然而，內
在心智系統的實際運作模式與功能，會隨個體所處社會文化脈絡差異而呈現出

多樣的心態，文化與本土心理學路線依循的科學邏輯，則強調先從認識、反映 

「心」 靈世界本身的多樣性切入，再逐步比對整合各種看似相異的心態來找出潛
在的共通結構。這兩條路線一開始並非背道而馳，但在朝各自強調方向前進的

過程中，主流路線試圖從各種層面化約研究對象的性質 （如將特定心理運作歷程
切割為一系列更簡單的步驟分別進行檢驗）、提升測量的客觀性 （如透過精密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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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偵測無法由個人自行控制的腦部活動情況），而文化與本土化路線卻不斷增加

研究對象的複雜度，尤其當所建構的概念高度依賴文字表述，且必須透過研究

對象主觀的自我陳述加以驗證時，就會讓各種心理與行為的客觀測量誤差更難

控制。這兩條路線表面上促成了心理學知識版圖的擴張，但彼此一直欠缺實質

的對話，在 「可複製性危機」 的衝擊下，這兩條路線的發展能否找到整合基礎或
只能走向兩極化，關係著心理學研究的未來趨勢。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的困境

繼 1950年代的認知革命後，主流心理學除在主題上以個體認知思考運作歷
程為核心，另項明顯趨勢則是不斷尋求以更科學化的神經生理基礎作為研究的

實徵證據。近年腦科學逐漸成為心理學界的熱門顯學，無論是使用高科技精密

儀器作為測量工具，與電機、醫學的跨領域合作，都可看出此路線對自然科學

化的追求，然而在華人學術社群中也出現以 「腦理學」 來反諷 「心理學」 的未來
走向觀點。

從心理學知識本質來看，心理學試圖理解的 「人」，並不單純只是依照神經
生理本身的客觀規則與機制運作的 「有機體」，而是能由自己決定如何對一切人
事物賦予意義的 「主體」。認知神經科學者處理的 「心」，和重視社會文化脈絡的
本土心理學者或一般大眾所欲瞭解的個人內心世界有何不同，或許可由英文裡

Mind （心智）、Heart （感情） 兩者的差異加以說明。其中，Mind的運作對應於某
些具神經生理基礎的認知運作功能，以及個體對各類型物理刺激的知覺與內在

處理機制 （如對色彩、文字的辨識等），因而研究者關注的是找出全人類共通的
神經生理運作基礎。至於 Heart的運作則更接近由個人自覺的選擇與意義詮釋而
形成的行為模式，例如各種本土心理概念的建構與測量都有賴個體對文字表達

與理解的細膩程度，但這些概念的運作卻絕不是分析個人對文字辨識、閱讀、

意義轉換的運作歷程或對應腦區的活動就能解釋，而是一套鑲嵌於特定文化與

關係情境脈絡下的對應行為模式。當心理學的內容只剩下Mind的運作，甚至將
情緒、情感、整體的自我詮釋也都一一轉化為電生理刺激格式，並納入Mind的
討論範疇下，最後得到的究竟是更分裂或是更完整的個體，實在值得深思。 

以腦科學對愛情的研究為例，早在十年前就有歐洲心理學家宣稱發現 「愛
情靈藥」（Emanuele, Politi, Bianchi, Minoretti, Bertona, & Geroldi, 2006） —一種

與熱戀感受有關的神經生長因子蛋白質，並致力於發展出可控制、引導個人情

感的類化學藥物。儘管迄今還沒有任何人工合成的 「愛情靈藥」 出現在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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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假設研發成功，我們是否會想要運用凌駕於個人自由意志之上、可完全控制

個人感受與行為的萬靈丹來維繫一段感情？科學家們研發愛情靈藥的本意雖是

希望讓感情逐漸歸於平淡的長期伴侶重燃熱戀感受，但這樣的解決方式是否也

掩蓋了雙方相處上真正的問題？各種心智運作最重要的功能莫過於，讓人理解

周遭世界的種種人事物，從中體認自身存在的意義、決定如何行動。腦理學看

似可對各種行為表現提供最終解釋，但這樣的 「科學解釋」 卻難以在個體的生活
經驗中產生意義，而只是以心智功能運作過程中的生理軌跡與機械式的對應法

則，來取代個人所意識到的主動性，這或許正是腦科學難以統整所有心理學次

領域的主要困境。

本土心理學研究取向的解方

曾有學者形容本土心理學的處境就像在 「主流心理學正統術語」 與 「現象世
界中的生活經驗」 兩者的夾縫間，嘗試對在西方心理學知識中有實無名或被錯誤
冠名的生活經驗重新正名 （Sundararajan, 2015）。儘管美國心理學會已將本土心
理學正式納入次領域分支下，但來自非西方國家的本土化心理概念或理論迄今

仍被視為非主流的心理學知識，尤其本土概念往往以文化特殊性為優先關注，

並對主流心理學概念或理論的跨文化普同性提出修正，這是否會影響本土心理

學研究結果的可複製性，而使其難以躋身科學之列？

事實上，本土心理學的核心是將個體心理運作及形塑其運作的社會文化脈

絡視為一體，以進行完整的探討。因此，所謂本土化與否並非取決於理論發展

者的國籍、種族或研究的主題內容，而重視所處文化脈絡也不全然等同 「強調文
化特殊性」，例如早期的跨文化比較研究就常為了凸顯東、西方文化的對比，而

以既定刻板印象來解釋文化差異。若以主流心理學的術語來表達，所有本土心

理概念其實都屬於 「脈絡化的心理概念」，意即其內涵反映出某種為因應生活中
頻繁出現的重要情境脈絡而特化成的心理運作成分；在概念化的形式上，它可

以是從獨特的文化生活經驗萃取出不同於西方心理學既有範疇的原創概念，例

如孝道、中庸、陰陽等概念都已逐漸邁入全球心理學界，成為心理學知識的一

部分，也可以是對西方既有概念或理論觀點的修正或補充，甚至未必需要建構

或調整特定概念、理論，只要研究者能透過變項的選用與組合，形成貼近在地

生活經驗事實的研究概念與架構，則任何新興主題或社會議題都可找到具有本

土意涵的切入角度 （葉光輝，2013, 2017）。本土心理概念化與理論形式的多樣 

性，除了顯示其適用於探討各種心理議題，更凸顯出所謂文化反思不外是對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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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既有概念或研究結果隨時保持高度警覺，其對於促進心理學知識的科學品質

是有益無害的。

另方面，本土心理學研究取向和前述開放科學運動的精神也有所呼應。心

理學知識 「科學性」 的核心或許更在於透過充分的論述，讓概念的命名與定義能
真正貼近研究對象在實際生活經驗中的感受，清楚地描繪這項心理成分具體的

運作細節與結果，進而引發研究對象或讀者的共鳴，如此才得以確保概念本身

的意義清晰到足以進行有建設性的討論與實徵驗證。從科學普及的角度來看，

本土心理學概念或理論的發展往往必須兼顧爭取主流心理學界的接受度與貼近

本土民眾的感受，因此相關學者總是多方嘗試以各種學術或日常語言轉譯所提

出的概念或理論知識，以期促進溝通與理解。從科學知識產出過程來看，各種

新或修正概念的建構過程，多半需要自行編製問卷作為測量工具，並透過大樣

本、多元樣本反覆進行實徵驗證，研究過程本身就已包含對 「可複製性」 的嚴格
檢驗。相對來說，實驗法雖以能直接操弄變項、建立明確因果關係，但卻也經

常採取等實驗結果符合理論預期即停止繼續收案的方式進行，使得研究結果本

身就隱藏較多的誤差，導致其它研究者以不同樣本覆核時，常出現難以複製的

狀況。整體而言，本土心理學研究取向在概念內涵的完備度與共鳴度、測量工

具編製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多重樣本驗證程序，乃至對文化比較或差異的深度溝

通與理論詮釋上，都比腦理學取向更適合作為促成心理學知識朝向開放科學發

展，作為調和自然與人文社會科學屬性的解方。 

結語：回歸有心又有理的心理學

過去三十年來，華人本土心理學在臺灣學界常被視為某種特定研究偏好，

甚至被窄化為只關注少數特定議題的研究取向。事實上，本土心理學並非以批

判西方主流心理學為訴求，而是以 「超越主流心理學知識在理解人類心理運作上
的局限」 作為終極發展目標。當前臺灣本土心理學研究已趨向多元化，逐漸消弭
將本土化研究等同於研究傳統文化概念研究的刻板印象。對新一代的臺灣研究

者而言，無論其身處心理學的哪個次領域、使用何種研究典範、探討哪類主

題，都必須思考如何適當處理 「文化」 在其研究中的作用意涵。 

在心理學研究的科學化進程中，除了提升實驗與分析方法技術，各種實驗

檢驗最重要的核心還是能以 「完整個體」（包含其所處的關係、情境乃至社會文
化脈絡） 作為心理運作基本單位的理論根據，如此才能使各種腦造影與神經傳導
機制研究中的 「人」，不至於淪為完全受生理機轉決定的 「客體」。否則在 「腦理



126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第十八卷第三期 創刊 20週年紀念特刊

學」 的單向解釋下，除了仰賴科學家繼續發展出可改變或控制大腦活動的技術，
似乎就找不到其它更有效的方法來解決各種複雜的心理問題了。腦科學本身的

神經生理語彙在操作形式上相對客觀，適合作為神經生理層次的補充證據；但

能兼顧個人自覺的意義 （心）、相對穩定的個別差異分類系統 （理） 的本土心理概
念與理論，則更適合作為引導研究方向與設計的基礎。以筆者經驗，腦神經心

理研究技術適合用來為某些表面行為看來類似、內在運作動機卻不同的脈絡化

心理歷程提供證據，但目前腦神經心理研究技術的發展仍有某些限制，較常應

用於探討只可清楚切割開認知與情緒兩種運作階段或面向的心理歷程。因此，

本土化的心理理論可作為引導腦神經心理研究技術改良的目標或方向，但也必

須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上，不斷地對理論本身進行反覆檢驗、修正或擴充，唯有

對某個心理概念在生活現象中完整運作歷程有更充分的觀察與理解，才有更多

具體線索去思考如何將理論內容轉換成適用於不同驗證方法的研究素材，進而

促成各種心理學次領域知識或研究典範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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